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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者或以“性别认知障碍”作为这一心理现象的定义，笔者则更倾向于使用“跨性别者”这一偏中性的词汇。

② 现代意义上的“跨性别者”，会用医学手段或社会手段将自己的性别转化为与其认知相符的状态，这显然对古代具有此种认知

的群体并不适用。尽管笔者明确意识到“跨性别者”这一现代概念应用于古代，有以今时概念界定古人的混淆风险，但为了给本文中以

熊尔圣为代表的主观性别认知与众不同的群体提供一个相对中性的定位，笔者仍借用“跨性别者”概念统领全文。

清代“跨性别者”的日常生活、生计浅探

李尔岑
(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摘 要:档案对研究清代社会的边缘群体至关重要。“熊尔圣案”这一乾隆朝奇案的相关档案，为探究清代
“跨性别者”这一“边缘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男扮女装”行为者，“跨性别者”的“男扮女
装”行为基于其自身认知，并不具有贪财图色目的性。“熊尔圣案”中熊尔圣行为的诸多细节，证明其确属极不
多见的，为官方所察觉的“跨性别者”。其生活与生计样貌，被官方档案保留下来，展现了一个尽管初期颠沛流
离，频繁迁移，但最终成功建立并牢固了社会关系，又因并无犯罪倾向，而成功长久地保守秘密的“跨性别者”的
生命历程。然而，根深蒂固的“奸民”认知，使对熊尔圣的审判尽管出于明显的“有罪推定”，但仍毫无争议地施
以重惩。对熊尔圣的生活与生计的探讨，从别样的角度展示出 18世纪中国性别问题的另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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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始终是社会史研究不变的关怀，也是社会史研究中“人的身影”的最直接体现。
受此学术理路的影响，对中国历史中性别上的边缘群体，如女性的研究;年龄结构上的边缘群体，如对儿
童、老人的研究;社会职业边缘群体，如对疍户、挑夫等的研究;边缘民族人群，如对畲民、瑶民等的研究，
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内容上的广度与深度。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边缘群体的研究领
域，如今早已非边缘领域，而是前沿领域。这些社会史研究的分支，如性别史、老年史、儿童史等研究领
域，已经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构建起了相当完善的学科体系。本文的旨趣，同样应承于对中国
古代边缘群体的关注，相较于上述数类边缘群体，笔者讨论的“跨性别者”可谓“边缘中的边缘”，他们的
身影，绝少见之于各类文献史料。①尽管他们的身影即便在各级司法档案中也极难得见，但档案中有限
的内容仍然有助于研究这一“边缘中的边缘”群体在清代生活与生计的蛛丝马迹。

一、清代的“跨性别者”:概念的界定

按现代心理学的解释，跨性别者专指对自身性别认知不同于真实解剖性别的人群。②其外在特点，
则具体表现为“变装”，本文的研究专注于其中的“男扮女装者”。笔者使用“跨性别者”一词而非“男扮
女装者”，主要原因在于: “男扮女装者”单指代行为，而“跨性别者”则代表一种与众不同的主观性别认
知。因此，中国古代的“男扮女装者”未必都是具有跨性别认知的人，陶易在《古代“男扮女装”琐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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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五种男扮女装的现象: 宫廷腐化行为、民间诈骗行径、男嬖流风、戏曲的男旦行业、军事行动的掩
护。① 综观此五种分类，实则完全基于男扮女装之“行为”，进行“原因”上的倒推。比如，民间诈骗行径
与军事行动掩护，其男扮女装行为带有明确的策略性和目的性;宫廷腐化行为或男嬖的风气，多出于权
力的支配;戏曲的男旦行业，则完全为职业需求。

上述几种“行为”上的男扮女装者，均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对自身性别认知存有障碍。尤其以清代存
留的史料而言，绝大多数男扮女装者，都被以犯罪者的身份记录下来，他们的男扮女装行为，带有明确的
犯罪目的，不仅包括诈骗钱财，还包括奸淫妇女等等。清中叶以后，一旦地方寻获男扮女装者，按惯例需
究明是否有作奸犯科之事，并依照“左道惑众”之律，予以惩戒: “向来办理男扮女装之案，如审有奸淫妇
女、惑众敛钱，均照左道惑众律，拟绞。”②此外，同治年间编纂的《刺字统纂》中，男扮女装者还需“刺‘奸
民’二字”③。这一人群，并不被识别为“跨性别者”，因为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真正存在认知上的因素。

而对于有职业需求者如戏剧从业者，清代的部分戏剧行业要求男扮女装，是为其职业需求，这不仅
限于诸如京剧( 自清代开始成形) 等如今知名的戏种，也包括各种不为如今所继承的民间演戏、节庆表
演。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谕: “至唱秧歌，不论忌辰素服日期，皆于通衢肆行唱演，且成群女装，穿甲执棍，
互演跳舞，甚属非理。着步军统领严加巡察缉捕，余仍听其戏演。”④这一群体男扮女装出于职业特性，
尽管常被作为有伤风化的表现加以批评，但同样无庸被归入跨性别者。⑤

随此产生一个问题: 是否真的能找到在“认知上”而非“行为上”的“男扮女装”者? 边缘群体无法或
者极难发出自己的“声音”，边缘群体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极有限的材料中寻觅，并具说服力地还原
研究对象的基本样貌。而作为“边缘中的边缘”，找到关于他们的记录，本身就极具挑战。

纵使清代中央档案材料浩如烟海，关于“男扮女装”者的记录却寥寥无几，足供识别为在“认知”上
的“男扮女装”者则更是沧海一粟。幸运的是，笔者在清代朱批奏折中发现一则颇有意思的案件，或可
作为一面透镜，透视潜藏在清朝民间社会“跨性别者”的生活与生计，这一群体几乎没有发出自己的“声
音”，却不可避免地与官方产生交集，进而暴露了出来。同时，笔者亦结合其他并不能被识别为“跨性别
者”的男扮女装案件，探讨官方力量在处理“男扮女装者”问题上的策略与关注点。

二、“跨性别者”的日常生活与生计

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清代的档案，从奏折、题本到州县诉讼档案，都或多或少的是经过处理过的文
本。案件的是非曲折，都多少有人为加工或公式化的痕迹。⑥ 但这并不能埋没档案史料的社会史料价
值，事实上，对档案的标准化文本处理，对当事人的社会生活背景多有保留⑦，这为笔者探究这位清代
“跨性别者”的日常生活与生计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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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易:《古代“男扮女装”琐谈》，《寻根》2009年第 3期。
许梿:《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卷 4，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室藏道光年间刻本，第 23页。
孟樨:《刺字统纂》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9辑第 8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 770页。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60《步军统领·职制》，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8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 166页。
唯一可能与跨性别产生关联的现象是由宫廷腐化或男嬖之风而出现的男扮女装行为，苏成捷指出，18 世纪中国同样出现了所

谓“同性恋”行为的高发期，可见这一时期男嬖之风仍大为盛行。见 Matthew H． Sommer．“Was China Part of a Global Eighteenth-Century Ho-
mosexuality?”Historical Ｒeflections，Spring 2007，Vol． 33，No． 1，Eighteenth-Century Homosexual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 Spring 2007) ．但“跨
性别者”的男扮女装行为，与男同性恋者的男扮女装行为实则仍有较明显的区别，笔者将在下文“余论”部分予以解释。

徐忠明、史志强均针对清代司法档案文献的文本处理流程及审转制度做出研讨，在这一文本处理过程中，当事人在审讯过程中
表现出的个性化的语言、行为，被标准化的口供单所埋没。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会出现铸成冤案的情况。参见徐忠明: 《台前与幕后: 一
起清代命案的真相》，《法学家》2013年第 1期; 史志强:《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清史研究》2021年第 1期。清代
司法档案的性质，与卡洛·金茨堡( Carlo Ginzburg) 所借助的 16世纪意大利宗教审判档案有较大不同。宗教法庭的司法程序手册要求不
仅要记录被告的所有答复与陈述，还要记录他在刑讯过程中的一言一行，甚至叹息、哭号、痛悔和泪水。尽管金茨堡承认，司法档案的层
层“滤网”依然存在，但相较之下，就清代司法档案而言，属于案件相关人员各自的人性化表达，确实往往很少被保留下来。这也为笔者
识别研究对象提供了额外的难度。参见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一个 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2013年版前言、英文版序，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1年版。

常建华:《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5期。



乾隆九年( 1744年) ，湖南巡抚蒋溥上奏，湖南安福县知县张浚禀报一起男扮女装案件。此案不同
于以往抓获的男扮女装者，名为熊尔圣的“奸民”，已经男扮女装生活了近四十年。他男扮女装行为的
败露，并非因为作奸犯科，而仅仅是因为他成为了另一起土地纠纷案件的受害者，一时令蒋溥难以处置，
故上奏折请示乾隆皇帝。在蒋溥的奏文中可以了解到，熊尔圣被捕时年龄已六十余岁，原籍常德府武陵
县人，年少未曾娶妻，即出外生理，按他的说法，“至二十六七岁，蓄发穿耳缠足，改妆为女。先住慈利
县，后移石门县。至雍正元年，始居安福，自称丈夫死后，叔伯逼嫁，剪发逃出为尼，后又蓄发还俗”①。
他的“谎言”维持了近四十年无人发觉，仅亲弟熊尔谅与其同住知晓，也正是因为其弟而败露。乾隆九
年六月，其弟熊尔谅谋夺他的田亩，熊尔圣即“以熊氏出名，将‘弟占姊产’为词控县，当经尔谅首出假妆
情事，该安福县知县张浚当堂验明属实”②。熊尔圣保守了近四十年的秘密就此被戳穿。

奏文中，蒋溥列举了熊尔圣男扮女装期间的种种“不法”，字里行间渗透出熊尔圣在作为“熊氏”这
四十年间的日常生活与生计。熊尔圣大约在康熙末年( “二十六七岁”) 开始男扮女装，起初生活颇颠沛
流离，“先住慈利县，后移石门县，至雍正元年( 1723 年) ，始居安福”③。频繁搬家因其显然与“男扮女
装”的秘密有巨大关联，成为这一类边缘群体最突出的特点。如嘉庆年间的另一件男扮女装者的案件，
“邢大”男扮女装为“刘邢氏”，生活在京城朝阳门外，“因有同院居住之王杜氏给我拔脸上的寒毛，他一
伸手碰着我不便处，我惟恐有事，就于前年搬至这陶家湾居住”④。“跨性别者”一旦实际进行了男扮女
装的活动，便无法在出生地定居，必须流寓外地才能保守秘密。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构建起新的
社会关系，也不免出现意外撞破的局面，他们即不得不再次搬家，以免被告官捕获。不过，一旦新构建的
社会关系趋于稳定，其定居生活也可以维持稳定，熊尔圣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于雍正元年定居在安福
县，至被抓获时，已居住满 21年。

熊尔圣在安福县显然构建起相当成熟稳定的社会关系，根据他的供词，“雍正四年，将武陵人彭天
若过继为子，旋为娶妇。天若又继一子，亦为婚娶，又为其弟熊尔谅娶妇”⑤。在构建起稳定社会关系的
同时，这些“亲人”也同时为熊尔圣继续保守秘密提供了“助力”:熊尔圣成为了一个“家族”的长者，换言
之，由他出面与外人交涉的机会变少了。此外，其知情并帮助容隐的弟弟想必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
这个另类的“家族”在雍正、乾隆年间持续地经营着生计，至被捕时，熊尔圣名下已有“住房六间、永田三
十二亩”⑥。对于一位外来流寓者，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熊尔圣的社会活动中最被蒋溥视为“奸邪”的，是其曾“更为人家产妇收生，并有干女儿三人……捏
称熊姆姆”⑦。这两种社会活动，反而展现出熊尔圣，或者说“熊氏”作为地方的一个女性“长者”，似乎
相当受人尊敬。为人接生、收干女儿，都起码说明熊尔圣在地方社会备受亲近，尤其收干女儿的行为，实
于家族承嗣无关，只能反映出熊尔圣在地方社会的地位比想象中高。熊尔圣的生活，也并非深居简出、
惹人怀疑的生活样貌。

借由档案中的寥寥数语，一个清代“跨性别者”的生活、生计，显露出其基本样貌。他不断迁居，尝
试构建稳定社会关系，一旦成功，则由流寓民变为定居民，与普通百姓一样，扩展家庭，置买田产，营造房
屋。在很多时候，外人难以察觉异样。熊尔圣的案件，如果不是唯一知情容隐的亲弟弟谋夺他的田产，
恐怕熊尔圣的秘密还将继续保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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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 04－01－01－0106－057。
“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 04－01－01－0106－057。
“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 04－01－01－0106－057。
“奏为拿获男扮女装挟术骗钱之直隶任邱人邢大请交刑部严办事”，嘉庆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档案号: 03－2446－035。
“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 04－01－01－0106－057。
“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 04－01－01－0106－057。
“奏为拿获安福县奸民熊尔圣等员事”，乾隆九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 04－01－01－0106－057。



三、审判“男扮女装”者

或许熊尔圣多年经营的财产惹人艳羡，或许关于熊尔圣的把柄在手而无所顾忌，熊尔圣之弟熊尔谅
谋夺熊尔圣田产败露，被熊尔圣以熊氏的名义告到县衙。熊尔谅在审讯过程中当堂拆穿熊尔圣的真实
性别，一件简单的民间经济纠纷，顿时变为事关地方民风民情的大事。

在熊尔圣被寻获的乾隆九年，对安福县知县张浚与湖南巡抚蒋溥而言，审判熊尔圣案面临两个困
难。首先，“男扮女装”案在当时律无明文，在此后也均比照清律礼律下，“禁止师巫邪术”一则“左道惑
众”例文审判。① 其次，熊尔圣男扮女装近四十年，邻里相安无事，并未作奸犯科，尤其并无奸污妇女、诈
骗钱财情节，更无煽惑人心之举。蒋溥在奏折中提到，他“备细查核，别无邪教妖术蛊惑人心之处”②。
但是，对男扮女装者的“奸民”认知显然是士大夫的共识，尤其蒋溥将这种行为归为“楚风刁诈，变幻百
出”，其审判理由带有很明显的“有罪推定”特征:

伏查熊尔圣男扮女粧［妆］，收受干儿干女，捏称熊姆姆者三十余年，则平日奸污之事不问可
知。似此败伦伤化之人，不可姑容于圣世。乃该县并不察核情罪，请从宽结，殊属不合。至尔圣所
犯情罪，多涉闺门暧昧，若必一一根究，不但株累无穷，而妇女等闻知，未免有羞愧轻生之事，所伤
实多。③

此段文字基本反映出对熊尔圣的审讯，并不能找到他作奸犯科的证据，仅能与“有伤风化”“闺门暧
昧”相联系。安福县知县仅请从宽，杖责轻惩，而蒋溥则以此种行为“所伤实多”反驳知县，上奏请将熊
尔圣杖毙，“以儆奸邪”。④ 在这一问题上，由于无法可依，知县与巡抚的量刑出现巨大的偏差。乾隆皇
帝显然察觉到熊尔圣并未犯罪之事，但也认同蒋溥对男扮女装者的“奸民”认知，故硃批: “此人罪当不
至死，但不可仍留本地，薙其发解部发黑龙江可也。”⑤可见，出于认知上的“跨性别者”，在一般情况下，
其男扮女装行为没有犯罪的动机，因此，当其秘密败露时，相较于明显借男扮女装行不法之事者，对其审
判面临更纠结的局面: 一方面，男扮女装行为被广泛认知为“奸民”之举，另一方面，熊尔圣事实上的无
犯罪为地方官员的主观考量提出了更含混的处理空间。

作为对比，笔者以清嘉庆年间另一件“邢大”男扮女装案件为例，说明犯罪行为在男扮女装案件中，
如何因适配现有律文而为审判提供了充分、明确的处置依据。相较熊尔圣，邢大的早年遭遇更悲惨，根
据他的供词，他八岁时随母亲来京，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名为洪大和李四的两人介绍他到靴铺做活，李四
首先对他鸡奸，不计次数。邢大十七岁时，洪大也对他鸡奸，并要求邢大“留了头发，算他女人”。⑥ 至嘉
庆七年( 1802年) ，洪大又将邢大假作其妹，卖与刘六为妻，骗取彩礼钱二十五吊，邢大得以保守秘密的
原因，据他的说法: “刘六与我成亲时，我将不便处遮掩，只说有病，不能行房，情愿叫他鸡奸，刘六信以
为实，就将我鸡奸了。”⑦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嘉庆十年( 1805年) 二月某日，邢大梦见狐仙，于是与刘六
策划顶香给人治病，可以骗钱使用。同时，由于“治病”过程需要狐仙附身，于是二人便再未行房，直至
被识破抓获。此案中，邢大的犯罪行为明显，尤其假托狐仙附身，烧香治病并索取钱财行为，完全适用
“禁止师巫邪术”一律，因此，最终邢大“因男扮女妆，假称狐仙，捏造图像，看香治病，骗钱惑众，审依左
道惑众为首例，拟绞，请旨即行处决”，其丈夫刘六“照邪教为从例，发遣”。⑧ 而邢大案，又成为处理此种
案件的标准成案，为此后的男扮女装案件提供借鉴与比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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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湖北巡抚具题一件男扮女装事。案件中，“彭自仁男扮女妆，与王卢氏等
通奸，并学习符咒行医骗钱，暨被王士现鸡奸同行”①，湖北巡抚张映汉的量刑，完全依据邢大案作为比
较对象，张映汉指出:

检查嘉庆十二年本部审拟邢大假扮妇人看香骗钱一案，该犯仅止与刘六互相鸡奸，并无奸淫妇
女情事……此案，彭自仁男扮女妆，学习符咒，行医骗钱，又与王卢氏、陈贾氏通奸，诱拐王卢氏，未
成嗣，被王士现看出改妆，该犯愿听鸡奸，认为夫妇同行，旋被拿获。是该犯男扮女妆，既经学习符
咒骗钱惑众，又复奸人妇女，较之邢大并未奸淫妇女者为重，该抚将彭自仁依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
水，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监候。应请照邢大之案，请旨即行处决。②

可见，针对男扮女装案件中的犯罪行为，已经形成完整的参考惯例，比照之律文也出现清晰的方向，

针对有犯罪行为的男扮女装案件，至此形成清楚的律文比照、成案参考程序。因此，嘉庆二十四年僧人
增亮被鸡奸并男扮女装私逃一案，才会有“向来办理男扮女装之案，如审有奸淫妇女、惑众敛钱，均照左
道惑众律，拟绞”③的惯例。

遗憾的是，由于样本的缺失，无犯罪行为的男扮女装案件，仅“熊尔圣案”一件孤证，很难断定邢大
案后的“律文———成案”参考惯例形成后，针对无犯罪行为的男扮女装案件，是否出现有别于熊尔圣案
的处置方式。不过，“男扮女装即为奸民”的牢固认知，决定了无论是否别有犯罪情节，认知上的“跨性
别者”一旦败露，同样要面临惩处。与那些假借男扮女装而行奸淫骗钱之事的犯罪者相比，“跨性别者”

并不会被区别对待。

余 论

作为“行为上”的男扮女装，此行为被不可避免地与“鸡奸”“同性恋”行为相联系。性别史学者苏成
捷曾( Matthew H． Sommer) 撰文论及 18世纪中国的同性恋问题，认为此时期中国的同性恋问题并不能
归入 18世纪全球的同性恋潮流中，原因在于，中国这一时期突出的同性恋问题，并不是一个“性取向出
现”的表现，而是一个“性角色等级被愈加限定”的表现。他尤其提到盛清时期中国“鸡奸法”的立法完
善，指出清朝鸡奸法不是基于性取向的二分法，而是基于性别的性角色等级制度上的刻板行为。这一法
律背后渗透的是清朝司法话语中的如下逻辑: 年轻男性容易受到渗透和污染，被视为软弱，并容易受到
占据性强势地位的成年男性的性掠夺。在这一层面上，年轻男子其实接近于女性的状况。④ 从本文作
为对比对象的案件来看，这一说法相当具有说服力。如直隶邢大案中，邢大在少年时期受到鸡奸的经
历，是邢大男扮女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行为”上的男扮女装，应当是鸡奸、同性
恋活动的附属产品，正因为清代并不具有所谓“性取向”之观念觉醒，鸡奸、同性恋行为实际仍是性角色
等级制度的展现，因此其外在附属行为，仍然展现出“男扮女装”这种体现明确性别等级制度的行为。

笔者目前所见，绝大多数司法档案中的男扮女装行为，均可以此思路作解释，即: “行为”上的男扮女装，

是在盛清时期逐渐凸显的“鸡奸”案件的部分后果。一部分受到性压迫的男子，最终出现被迫或自愿的
男扮女装行为。此过程，可以为邢大案中，洪大最终叫邢大“留了头发，算他女人”⑤的行为，做清楚的
诠释。

然而，将“行为”上的男扮女装归入清代同性恋历史及其特性的一部分，阐发出另一层面的思考: 是
否清代的“男扮女装”行为只能以上述逻辑作解? 换句话说，清代是否存在仅出于“认知”上的性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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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而做男扮女装行为者? 若要解答这一问题，即凸显“熊尔圣案”的珍贵之处。熊尔圣不同于其他案
件中的男扮女装者，并没有被鸡奸经历，在他的“男扮女装”行为中，并不存在另一个对他的性角色有支
配地位的人。据熊尔圣的供词，他的“男扮女装”行为，并没有受人强迫的痕迹。也就是说，笔者认为熊
尔圣的“男扮女装”，是出于自我性别认知上的选择，而不是被鸡奸后被迫的行动。虽然这并不能对苏
成捷所谓“清代不存在出于性取向上的自主同性恋”的观点，做出彻底修正，但至少使我们观察到，在清
代性角色等级制度下的非自愿男扮女装活动之外，也存在某种出于性别认知上的自愿男扮女装行为。
跨性别研究无疑是西方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若置于中国的语境下展开讨论，定义广泛的跨性
别研究如何适用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背景，是此领域的研究始终要面对的核心问题。① 更根本的关切
在于，文学、戏剧的想象之外，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存在跨性别者，都还是尚需证明的议题，本文即尝试解
答此基本问题。

在清代，类似熊尔圣的“认知”上的男扮女装者，想必绝不仅熊尔圣一人。正如前文指出，出于性别
认知而主动男扮女装的人，并没有犯罪的自然倾向，不“作奸犯科”的状态既减少了更多接触陌生人的
机会，同时也为他们隐藏自己提供了更有益的社会环境。而若如熊尔圣般成功构建起成熟的社会关系
后，在男女大防、性别隔离的基本社会样貌下，这一群体保守秘密的社会环境比想象中松散。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在如今的司法档案中，类似熊尔圣者寥寥无几，绝非因为熊尔圣是清朝数百年来唯一的跨性别
者，而是因为更多的人成功地在清朝社会中隐藏了自己的身影，未被官方所看到。

On the Daily Life and Livelihood of a“Transgender”in Qing Dynasty
LI Ercen

( Key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of China，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Archiv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marginal groups in the Qing Dynasty ( 1644-1911) ．
The related files of the Case of Xiong Ersheng ( 熊尔圣)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make it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transgender group，“the margin of the marginal”groups of the Qing Dynasty．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men dressed as women，”the transgenders dressed as wom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cognition without the
greed for money and sex． Many details of Xiong Ersheng’s behavior prove that this is an extremely rare case of
“transgender”as perceived by the government． What his life and livelihood look like has been preserved by the
official archives． These documents unfold before our eyes the life course of a“transgender”who，despite his
initial homeless and miserable plight and frequent migrations， finally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in keeping his secret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he had no criminal intent．
However，due to the deep-rooted perception of a“scoundrel，”Xiong Ersheng was severely punished without
any dispute in his trial，even though it was based on an apparent“presumption of guilt．”The discussion of
Xiong Ersheng’s life and livelihood shows another aspect of China’s gender problem in the 18th century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Key words: transgender; daily life; men dressed as women; a scound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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